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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作品与人生的双重误读 

崔思晨
1
 

【摘 要】：萧红的一生在关于萧红的传记书写中经历了传奇化历程，萧红作品亦因作家的传奇经历蒙上了一层

宿命论色彩。通常，学界对这位女作家经历本身的关注更甚于其作品，萧红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一直成为研究者们

解读其人生和思想的主要文本，并在传记写作中成为传记作家引用的材料。传记写作通过传记契约实现真实性，而

文学作品则以自传空间追求终极真相。一直以来，人们对萧红的人生和作品都存在双重误读，萧红作品在人们对其

人生经历的找寻中被误读，萧红人生与萧红传记的叙写之间亦存在事实性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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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作品一直与其人生经历紧紧相连。作为作家，萧红得到了较高评价：“她以个人的孤独承受并昭示了整个女性群体那

亘古的孤独，她以自我一己的牺牲宣告了我们民族在历史前进中的重大牺牲——反封建力量的、人的牺牲；她以自己短促的痛苦

的生命烛照着我们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缺损。”[1](p205)萧红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一直是解读、评价萧红的主要文本，并由此承担

了传记的某些功能，传递出“小说比传记更加真实”的信号。1 在传记写作中，萧红的作品往往被视为母本，为传记作家建构传

主形象提供传记材料，这不仅模糊了文学作品与作家真实经历之间的界限，而且造成了对萧红作品和人生的误读。 

以往的研究集中于探讨传记中的萧红形象，指出萧红的人生存在着被建构的现象，认为这一建构最终指向了传记作者的传

记意识。2 此外，亦有关于萧红传记传播与接受的考察，3 以及以萧红传记为案例的系统性传记研究。4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廓

清了传记文体的概念，明确了传记的文体价值。但总体来说，萧红传记与萧红作品的对照研究仍有相当开拓空间。本文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尝试将传记研究融入作品研究，进一步探讨传记契约下的传记价值，同时寻找传记作为独立文本的独特意义。5 

一、《商市街》与传记契约 

菲力浦·勒热纳认为自传中存在自传契约，并将自传中的同一性（即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三者同一）视为自传契约中的主要

部分，而同一性中人物名与作者名的相等在他看来更为重要。“所谓自传契约，就是在文本之内对这种同一加以肯定，它最终指

向封面上作者的名字。”[2](p117)自传契约是作者在进行自传写作时实现的作者、叙述者和自传中人物的三者同一。由自传契约的

同一性可以推出传记写作中同样存在着传记契约。传记契约与传记作者的传记意识相关，是作者在传记写作中有意或无意间遵

循的写作原则。明确而成熟的传记契约对于传记文体的确立和文体价值的展现有着重要作用。但在萧红传记的写作中，作者有时

存在着传记意识模糊的情况，以致模糊了自传与自传性作品的概念边界。应该明确的是，萧红作品带有的自传性并非意味着作品

即自传本身。 

《商市街》出版于 1936 年 8月，彼时萧红身在东京。人们通常将这部散文集看作是萧红在与萧军的感情创伤中对往昔生活

的追忆。但事实上，《商市街》是萧红立足文坛的初始之作，在写作《商市街》的过程中，萧红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并确立了独

立的书写态度。《商市街》写作于 1935 年 3 月至 5 月，1935 年 3 月，初到上海的二萧受到了鲁迅先生的邀请，与茅盾、叶紫、

聂绀弩等人结识。此时《生死场》尚未出版，萧红还没有在上海文坛立足的作品。在鲁迅推荐下，萧红于 3月 5日在《太白》第

一卷第十二期发表了一篇散文《小六》（后收录在《商市街》中）。这段时间的写作对于萧红来说是一个迫切的表达出口，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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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写作获得收入改善与萧军的生活，也需要用文字让文坛感受北方来客的独特与魅力。出于被文坛接受的渴望，萧红在《商市

街》的多篇散文中带来的是来自底层的经验，是知识分子难以接触到的真实困苦。萧红真切体会过饥饿，她在《饿》中一连串的

追问展现着她对饥饿的深层体验；萧红也真实感受过孤寂，《他去追求职业》中来往的声音与隔绝的环境实际上照见着她渴望人

群却又疏离于人群的矛盾。《商市街》中的情景与萧红在上海的生活有某种相似性，谋求生计、交际寥寥、故土之思交织在一起，

共同构成了《商市街》的写作动因。 

那么《商市街》中的叙述者是否就可以被视为是萧红本人？叙述者与作者本身是否在此重合？考察《商市街》可知，作品的

叙述者是“芹”或“我”，而作者的署名为“悄吟”。作者身份是对“整个书面文本陈述行为的最终责任者”，[2](p113)而“使用

化名的往往是一些孤立的写作，几乎从来不是某位作者宣称自传的作品”。[2](p115)因此，即便《商市街》与萧红本人经历的相似

性很高，但仍然无法达成自传具备的同一性，不应被视为自传。“萧红”虽然也是笔名，但已经是被社会认可的确切身份，指向

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萧红”的名字常常作为新闻报道选择的身份指向，如《社会日报》曾刊载了题为《萧军与萧红》的文章。
[3]《商市街》中的散文发表在不同刊物上，如《中学生》《文学》《文季月刊》等，署名均为“悄吟”。在此期间，萧红发表的其

他作品的署名却是“萧红”。如《文季月刊》第 1卷第 3期“随笔”栏目刊登了其《十三天》《最后的一星期》两篇文章，署名

是“悄吟”；[4](p604-606)《文季月刊》第 1卷第 5期“小说”栏目刊登了其作品《牛车上》，署名却是“萧红”。[5](p933-939)在同一段时

间内，作品的不同署名折射出《商市街》的虚构性，恰恰说明萧红的散文与自传不能等同。“悄吟”并不直接指向真实的作者身

份，而是萧红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身份寄托。 

《商市街》的写作，是萧红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出现在上海的萧红，在外人看来是萧军的附庸。6 但萧红从未承认自

己是弱者，即便萧军一直这样认为。7 萧红身体的虚弱并不代表性格的脆弱，相反，在等待与煎熬中成长起来的她，性格中有着

倔强与顽强的一面。萧红在作品中以叙述者的口吻道出自己的态度，《欧罗巴旅馆》讲述的是女子刚刚被爱人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的生活，话语间并没有充满恋人相聚的甜蜜，而是毫不客气地直面苦涩的生存困境以及爱人的性格弱点。在《商市街》中，萧红

通过叙述者的回首，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位置，找到自我的价值。萧红感叹二人同病相怜的命运，也揭开感情中的危机。《商市

街》所展现的，不是一对爱人在艰苦的岁月中如何相互扶持、度过困苦，而是两个性格相异的人在乱世中抱团取暖的磨合过程。

但叙述者和作者身份并非完全重合，《商市街》中隐含的不仅仅是萧红与萧军感情裂痕的预兆，还有萧红在写作中的自我重塑和

对叙述者形象的建构，这成为《商市街》的作品魅力所在。 

如果将某一作品视为作家的自传，那么即便文本中出现了与作者经历不符的内容，也无法否定其真实性。因为作者的陈述行

为是真实的，即便其中有“出错、撒谎、遗忘或歪曲”之处。[2](p135)但是人们常常将萧红带有自传色彩的散文认定为其对过往经

历的回忆，甚至将散文直接作为传记材料引用。事实上，自传性作品并非自传，《商市街》中的某些叙述可以作为传记的素材，

但并不能直接视为作者的真实经历。有的萧红传记在写到萧红与萧军相遇后的生活时，直接用《商市街》中的大量片段还原萧红

当时的心理。事实上，萧红仅仅从哈尔滨的生活经历中截取了她认为适宜讲述的片段，散文中的内容与萧红的生活之间有着相似

性，但并没有同一性。出于感染读者的目的，作品存在着一定的虚构。如《广告员的梦想》《又是冬天》中提到的老秦可以让人

联想到萧红的好友金剑啸，但“芹”的伴侣则是虚构的“蓓力”，将散文与自传分而论之，才能还原作品的艺术魅力。 

“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都应该将其视为作者有意识创作出来的作品世界来解读。”[6](p79)对于传记写作来说，传记作者所看

重的真实性应在于情感的真实而非事实的真实，因此，引用萧红作品的出发点应在于作品中传递的萧红的心理成长和变化。 

写作《商市街》是萧红面对内心声音与原始本能欲望的过程，在等待与饥饿中，萧红与自己对话。她观察行人、商贩甚至乞

丐，她能够清晰听到窗外的行乞声、走廊里的脚步声，萧红的感官在封闭的空间内被激活，感知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被深化。一

直伴随萧红的是“肚痛，寒冷和饥饿”，[7](p121)这些细节被她捕捉到笔端，成为打动人心之处。在外人看来，虚弱、不能自谋生

路的萧红由萧军解救是圈子内的佳话，感情上缺损的她需要一个人守望相助，但当萧红回首自己的哈尔滨经历时，个体性的沉思

多过依附于他者，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凸显。萧红在作品中强调的是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以此对抗着将她认定为萧军情感附庸

的世俗目光。在《商市街》中，萧红的叙述视点由对自我的感知转移至更多的人世苦难上，被冻死的小鱼、锯木柈的老人、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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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琴的盲人……萧红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比自己更为艰难的生存境地，扩展了作品叙事的空间和容量，同时也将作品提升到表

现人民生存困苦的高度，展现了作品的群体关怀。 

《商市街》的价值在于其间体现的个体存在感已经超越了作者的真实经历。从《欧罗巴旅馆》开始，到《最后的一星期》结

束，其中潜藏的“归来—离开”的往复是萧红一生旅程的注脚。萧红有自己的叙述底线，她隐去了被困、生产的经历，就像从未

在文章中出现过的汪恩甲一样，她清楚不是所有的经历都适合写进作品。这样有所保留，又有所侧重的散文集，不能描绘萧红在

哈尔滨生活的全部图景。因此，应将《商市街》置于散文的空间探讨，而不应仅仅把它当作萧红的生平资料，以误读遮蔽作品原

貌。 

二、《呼兰河传》与自传空间 

萧红的自传性作品之所以被误读为自传，与作品中构建的自传空间有关，萧红通过对个人经历的加工、修饰，使作品呈现出

真实观感。自传空间是一种间接的传记契约，也即假象契约。所谓假象即是区别于真实经历的，有着一定虚构成分的叙述，假象

意味着虚构的存在，文本中的虚构性在自传空间中得以延展。自传空间使得作者的创作观念隐于作品之中，萧红通过自传空间实

现了更加自然、流畅的作品叙事。在《呼兰河传》中，自传空间的构建揭示了作者文化批判的主题，同时也显露出文本虚构的底

色，自传空间的存在拉开了作品与自传的距离。小说中描述的是“对个人具有揭示作用的假象”，其背后目的是展现文本追求的

终极真相。[2](p138)《呼兰河传》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以家庭为叙述圆心的结构安排，是作者在自传空间中的有意选择，以更加自

然的方式传达出作者文化批判的用意。正因如此，《呼兰河传》并不仅仅是作家对童年经历的记录，“一概认定作品是作家的‘自

叙传’，一概把作品中的人事和作家的关系看作是恒等式，一概从自传的角度去诠释作品中的艺术问题”的误读应该得以正视。
[8](p132) 

《呼兰河传》是萧红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长篇作品之一。将《呼兰河传》视作萧红追忆童年与故乡之作，始于茅盾的“寂寞

论”。在他看来，作品没有表现出“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是写尽了萧红童年的寂寞和

心境的寂寞。[9](p259)事实上，茅盾已经关注到《呼兰河传》中文化批判的深度，他认为小团圆媳妇的悲剧表现出萧红在悲壮大时

代中的斗争，同时也注意到小说中的讽刺和幽默，小城故事在他看来体现着“病态的美”。但茅盾却没有深入挖掘，而是笔锋一

转，回到寂寞的主题上。与其说茅盾是在解读《呼兰河传》，不如说茅盾是借这篇序言抒发自己当时的苦闷。1946年的茅盾经历

了夏丏尊、陶行知等多位友人的离世，也看到了热血青年在国民党的残暴镇压中失去生命，茅盾在此期间撰写了《为“一二·一”

惨案作》《关于广州“五四”暴行》《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我们有责任使他永远不死》等多篇文章，表达了他对人民艰难处境

的关心和继续革命的决心。革命战友相继离开，留下的人要继续面对明天的未知，现实未免使他觉得孤寂。1945 年，茅盾女儿

沈霞的离世同样给这位父亲带来了沉重打击，可以说，茅盾对于萧红离世的惋惜之情，除了来自对文坛之星陨落的痛心，也有对

近年经历的感叹。他反复提到的寂寞，更多是彼时心境的寂寞。 

实际上萧红在《呼兰河传》中通过虚构营造出自传空间，完成了自传性作品文化批判的内涵转换，这一巧妙设置，使得文本

结构流畅自然，同时也极贴合她的创作风格。1940 年 7 月 1 日，杨刚在《文学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

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的文章，认为作家不要一味书写思念故乡的作品。[10](p99)而彼时在香港的萧红却反其道而行之，显示了

她独特的创作观。在她看来，“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

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11](p253)如果说写作《生死场》时的萧红仍然处于写作的试验阶段，那么到了写作《呼兰河传》

时，萧红的写作技巧已经相对纯熟。创作的巧妙之处在于其所写的既是萧红熟悉的家乡，也是以自传空间建构起的人性反思的试

炼场。 

萧红笔下的呼兰小城与 1933 年的呼兰县城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比如东二道街南边的确有萧红就读的龙王庙初级小学，

但是没有提到教授养蚕的事情；北面的城隍庙内的两级小学在地图上无从确认，……《呼兰河传》中也没有提到从呼兰车站过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天主教堂”。
[6](p269)

带有一定虚构的呼兰小城构成了文本的自传空间，而自传空间的圆心则是故事中的家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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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家庭的描写在萧红其他作品中也出现过，如《小城三月》中较为开明的家庭教育观念和聚会，表现出温情的家庭生活。而在

《呼兰河传》的故事中，祖母、父亲都是“我”不喜欢的，祖父早早离开之后，“我”成了家里的遗忘者，热闹的折腾更显得童

年的寂寞。虚构后的故事将现实的距离拉开，张秀琢在《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中说，萧红父亲对女儿经常挂念，也

曾写过对联怀念女儿。如今的萧红故居中仍然可以见到张廷举所写的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

来”置于屋内桌案之上。 

萧红选择从童年回忆中不断开掘适合表现主题的片段，对其重新加工，嵌入不同的自传空间。家庭是她叙述的出发点，是自

传空间中的圆心，由此辐射至乡间百姓的人生无常。由《王阿嫂的死》《夜风》《牛车上》《马房之夜》等从家庭里走出的故事，

到《后花园》《小城三月》，家庭的叙述脉络在萧红笔下已渐渐清晰，自传空间的建构则从凌厉逐渐走向温情，从侧面表现出萧红

不同时期的家庭观。 

萧红在自传空间中塑造了贴合文本价值观念的人物形象，以完成对文本终极真相的意义追寻。《呼兰河传》中的有二伯虽然

生活在家庭之中，却游离于家庭之外，作者为其古怪的性格抹上一层没落知识分子的色彩，有二伯的悲剧一方面在自传空间的真

实氛围中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也解释了萧红文化批判的用意。《呼兰河传》中的有二伯被塑造为自作自受、嘴上好强

的形象，与另一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中粗鄙又不被人同情、最后被捉弄而离开张家的形象有所不同。可见，在不同的自传空

间中，由于萧红对终极真相的不同命意，人物形象也有相应调整。 

《呼兰河传》中的终极真相最终指向作者的文化批判，而这一点又通过对家庭的描写揭示。《呼兰河传》中的大家庭是张家，

小家庭包括冯歪嘴子家、胡姓一家、栓车的一家、养猪的一家等，悲剧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家庭中展开。小团圆媳妇的故事最能体

现出萧红文化批判的深度。小团圆媳妇一出场就生活在大家的目光之下，她心理和身体的健康在呼兰小城是一个错误，她爱笑，

个子高，胃口好，但到了新的人家，就要领受下马威。对于胡家婆婆来说，打媳妇是天经地义的，是平淡生活的调剂。小团圆媳

妇的哭声是整个冬天的伴奏，除了孩子害怕，大人们仍麻木生活着。小团圆媳妇的病展现出当时愚昧的社会图景，小城人在这个

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谈资，他们为此而兴奋，这些被生活消耗掉大半热情和期待的灵魂在小团圆媳妇“还求救于人的时候，并没有

一个人上前去帮忙她，把她从热水里解救出来”。[9](p193)待到小团圆媳妇昏迷过去之后，人们才要去救她，并且为年轻生命的逝

去心痛起来。这段故事的原型与作者的真实经历有一定重合，由此构建的自传空间便延续了真实性，同时也通过作者的渲染增加

了可感性，自传空间让读者更加容易接受作者传达的文化批判内涵，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在自传空间中有了更加立体生动的表现

效果。 

在自传空间中，萧红并非以高蹈的姿态对呼兰人的愚昧、麻木等劣根性加以抨击，而是从民间性的视角讲述故事，以贴合整

部作品自然流畅的叙事。在其他作家思考怎样让创作融入抗战的时代主流时，萧红选择用超越时代的视角来回应这个话题。她知

道战争的场面自己抓不住，但生活可以，作品因而具有了跨越时代的永恒品质。民间的写作视角意味着直面故事中的粗野、落后

和劣根性，萧红没有着意粉饰呼兰人们性情中善良美好的一面，而是直接撕开一个口子，让人感受这片土地上近乎凝固的落后意

识和吹不透的封闭之墙。事实上，萧红无意于以此来表达某种启蒙的愿望，而是将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差异放大。在自传空间的建

构中，萧红得以灵活、自如地表达出走于启蒙思潮下的游子对故土和人性更为深刻的思考。 

三、传记意识与传记材料 

萧红的作品在人们对其人生经历的找寻中被误读，同样，萧红传记在叙述传主经历时，也扭曲了萧红的人生形象。作家传记

的写作存在特殊性，“传记对作品的分析往往与作家的人生经历、社会环境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运用作品信息考察作家的生

活，探寻作家成就经典作品的缘由甚至是重要作品对作家人生命运的影响等”。[12](p108)在萧红传记的写作中，传记作者对传主作

品的过度引用，在进一步强调萧红作品与萧红自身经历具有重合性的同时，也将萧红的真实人生简化、模式化。在萧红传记写作

中，传记作者往往大量引用传主的文学作品，使得传主形象与萧红笔下的叙述者高度重合，传记由此成为传主笔下文学世界的延

伸，从而动摇了作者的传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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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中认为：“传记事实，狭义地说，是指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13](p14)

不同传记作者对传记材料的相异处理反映出不同的传记意识，他们共同形成了传记契约。如一些传记中大肆渲染的片段，包括萧

红与祖父之间的感情、萧红与萧军同甘共苦的经历等，在另一些传记中却作弱化处理。
8
因此，传记意识决定着传记写作将展现

怎样的传主人生。 

萧红传记中塑造的萧红形象多带有悲情或倔强色彩，萧红的情感经历成为传记中放大和渲染的部分。如在传记《我本一无所

恋》中，萧红敏感、脆弱，延续了以往传记中的悲情形象。传记中频繁写到萧红的眼泪，“泪水从脸颊滑落，洇湿了字迹”，
[14](p153)“泪水流了下来，酒精开始搅动肠胃”，[14](p141)“回到空无一人的半地下室，脸上的泪水早已冰结”，[14](p179)“我切实感受

到了什么是心痛，双手抚着胸口，趴在被垛上放声大哭”[14](p279)，“下午哭过之后，我感到精力耗尽，做好晚饭便回房躺下”，
[14](p325)

“不断涌出的眼泪滴在信笺上，浸渍了大片文字”。
[14](p333)

传记中的情节与萧红散文《镀金的学说》《初冬》中的内容有着

重合性，传记作者抓住了萧红在散文中表现的心理波动，将其在传记中放大。散文中主人公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在传记中被叙述

为家庭影响传主性格的起因。另一部传记《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则参考了散文《初冬》《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主人公

决绝离家的经历以及由此传递的萧红对家庭的观念和情感，塑造了倔强的萧红形象。《人鸟低飞》将传主性格形成的原因归于萧

红一生的颠沛流离。与《我本一无所恋》中传主对于家庭恩怨的理解不同，《人鸟低飞》中的萧红对于人生的每一步选择都有一

定动因，“是我爹，逼我走出了这个家门”，
[15](p64)

萧红倔强的性格使她一生的出走都变得不平凡。 

萧红作品片段在萧红传记中的再现，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传记文本的文学性，体现了传记作者对萧红作品中自传空间的认可，

但文学作品的大量引用影响了传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此，传记作者在追求笔下传主形象丰满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传记区别于

其他文类的独有价值。《从呼兰河到浅水湾——萧红传》中引用了《呼兰河传》和萧红的一些散文中讲述的童年生活，称它们“成

了萧红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忧伤”。[16](p6)作者透过《呼兰河传》的故事放大了萧红童年生活中不幸的部分，并且将萧红在作品中对

于女性命运的理解与故事中所展现的童年创伤相联系，“回首以往，拣拾童年生活的碎片，她除了怨艾，除了痛，除了恨，更有

了一种理性的归结”。[16](p7)作者在叙写萧红的成长经历时，一直将家庭矛盾放大，强调家庭对萧红带来的伤害，这无疑受到萧红

作品的影响。如作者将萧红作品《祖父死了的时候》中主人公与父亲关系的僵化视作萧红人生不幸的原因，认为“在她的心灵深

处，父亲一直是她的暗伤”。[16](p14)由此，萧红家庭的真实情况在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失真，传记立场中应坚守的真实性原则在对

文学作品的引用中逐渐模糊。 

萧红在作品中的自传空间源于其真实经历，但完全依照萧红作品中的自传空间书写传记，则缩减了萧红的人生容量。萧红既

是作家，又是经历过战争和流离的真实的人，创作当然是她人生中的重要部分，但萧红在创作以外的生活，同样是影响这位作家

性格形成和人生走向的重要因素。丁言昭在《萧红传》中以更多史料展现了萧红在哈尔滨时期的生活，远远超出《商市街》的内

容范围。萧红与文学圈以外友人的交往同样展现出萧红不同的侧面，如传记中提到了萧红与演员贾容及其朋友的交往，“贾容经

常去萧家，有时，他们没钱花了，就让贾容帮他们去当衣服，有了钱又让他们把衣服赎回来”。[17](p52)可以看出，虽然当时萧红

经济拮据，但仍然交游广泛。丁言昭通过还原事实，坚守了传记写作的真实性原则，同时也体现出其较为成熟的传记意识。 

又如，萧红成长于宠溺的家庭氛围中，这成为萧红执拗性格的渊源，[18](p106)这是萧红文学作品中不曾体现的。传记作者在写

作中应坚持还原事实的原则，剥离萧红作品中的虚构，如其小说中对祖母的印象源自儿童视角，并不能因此断定萧红的祖母对她

不好。与《呼兰河传》中表现出来的荒凉相反，萧红生活在热闹的家庭中，萧红的文学启蒙不仅仅来自作品中提到的祖父与大伯，

常来家中聊天的邻居也为萧红的写作提供了素材。[19](p4-21)萧红和萧军离开哈尔滨既有中共的支持，[20](p10)也有黄之明、袁淑奇等朋

友的帮助，
[21](p69-70)

二萧到上海的路费也是朋友赞助的，
[22](p58)

可见二人当时的生活并不完全如《商市街》中所述那般拮据。 

那么，坚持真实性原则的传记写作，应怎样完成作者传记意识的表达？平石淑子的探索或可为我们提供借鉴。她在没有引用

萧红作品的情况下，尝试以当时的政策、地图、报告等资料更加严谨客观地还原历史背景。如在介绍萧红入学情况时，以《“满

洲国”各县视察报告》及报告中的《呼兰县立学校一览表》表明萧红就读的呼兰县立第二小学的教育水平在全县较高。又引蔡元

培等编《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中全国二十六省女学生在籍情况，得出当时黑龙江省的教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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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6](p41-44)由此平石淑子认为，萧红在学生时代接受了与同龄人相比较高程度的教育。平石淑子的做法提示我们，对于传记来说，

文学性是传记区别于历史资料的重要特征，而真实性和客观性则是传记与一般文学作品保持距离的重要条件。传记写作既要有

历史材料的坚实支撑，又可适当引用传主作品填充一定程度的文学血肉，以丰富传记叙述层次，生动还原传主某时的心境，增添

传记的文学性，更加丰满地展现传主的人生轮廓。 

材料的合理运用既能传递传记作者的传记意识，也有助于实现传记追求真实的文类价值。部分优秀的传记作品在引用萧红

作品时，厘清了作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体现了作者的思辨意识。比如叶君在叙述萧红童年经历时引用《蹲在洋车上》的情节，

对萧红备受争议的家庭恩怨给出了合理解读：“不可忽视的是，接连不断的家庭变故让这位父亲在很长时间可能没有好的心绪，

作为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自然无法体察。”[23](p15)此前，萧红作品中出现的冷漠而古怪的父亲形象一直被认为是真实的，以往的传

记作者常常将萧红父亲的形象脸谱化。而叶君通过梳理事实，认为萧红家庭中母亲、祖母、祖父的相继离世，对一个家庭的顶梁

柱而言是不小的打击。萧红的父亲本身不善于料理家庭琐事，没有女主人帮忙的他，既要顾及工作又要照顾家庭，一时间焦头烂

额，很容易忽视子女们的感受，这些是童年萧红不能理解的。 

综上所述，许多传记作者过度依赖萧红的作品来还原其某一阶段的生活经历，使得萧红作品成为传主人生的注脚，导致萧红

的人生和形象遭到了曲解与误读。有鉴于此，作家传记的写作在材料运用上要在充分体现作者传记意识和立场的情况下为传主

人生的解读提供客观视角，实现传记研究与作品研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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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等等。 

3如朱晓晨：《新时期以来萧红接受研究——以萧红传记的写作为中心》，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张立群：《“萧

红传”的历史化与经典化问题分析——兼及萧红研究的若干问题》，载《传记文学》2020 年第 8期。 

4如赵焕亭：《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朱旭晨：《秋水斜阳芳菲度——中国现代女作家传

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 年。 

5本文所探讨的“传记契约”是菲力浦·勒热纳提出的“自传契约”的衍生，是在自传理论的基础上拓展至传记总体研究的

阐述。 

6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最先提出，萧红在与萧军的感情中是附属品的存在。参见骆宾基：《萧红小传》，建文书店 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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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 90页。 

7萧军在《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说：“我从来没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

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对于弱者我是能够容忍的，甚至容忍到使自己流出眼

泪，……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可见，萧军以强者自居，将萧红身体的弱点与性格上的“弱”相等同，自己在感情中的付出在

他看来是居高临下的，充满悲悯的，而非爱人之间的平等相待。参见萧军：《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北京：金城

出版社，2011 年，第 156页。 

8 在葛浩文《萧红传》、丁言昭《萧红传》等传记中，关于萧红祖父的叙述较为简略。季红真在传记中试图引用《欧罗巴旅

馆》《破落之街》《家庭教师》《雪天》等多篇散文以及铁峰、陈隄的资料还原萧红与萧军的苦难生活。但这样的片段却在平石淑

子的《萧红传》中只字未提，在葛浩文的《萧红传》中也只是简略提及。 


